
 “迷狂”与“虚静”
——中西方不同的审美回归之路

马大康

理论

在比较中西美学思想时，张世英指出：“中国儒家

文化以道德为最高人生境界，审美服务于道德，而道德

的主要标准是去私，‘我’‘己’（自我）在儒家看来大

多是‘私’字的代名词，去私等于去我。道家思想是整

个中华文化传统中审美观念的主要来源，而道家的审

美境界很明显的是一种无我（‘无己’）的境界……与中

华传统的审美文化不同，西方传统的审美文化重自我，

审美意识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表现的意识……我们

很可以说，西方美学史的主线是：‘美是自我在感性中

的显现。’具体一点说，美就是在感性形象中显现‘自

我’的‘理性、自由、个性诸特点’。”(1) 张世英以“无我”

与“自我”来概括中西美学思想主线是许多学者的共

识。“我”与对象相对待，有“自我”势必有对象，物我

分裂就势所难免。唯有“无我”才能“无物”，进而实现

物我相融，天人合一。因此，中国古代美学强调通过“虚

静”的无我状态来实现天人合一，以此抵达审美境界；

而西方美学则执着于自我及主体性，也就难以完全弥

合人与世界间主客对立之二元关系。即便强调“自我

在感性中的显现”，也仍然是将这一“感性显现者”视作

“意识对象”，只不过是另一种隐蔽的二元关系。

其实，在西方美学中同样存在要求主客体相互融

合的一元论观点，只不过处于非主流地位，并且在如何

实现主客融合的途径上，西方更倾向于主张“迷狂”。

如果对“迷狂”与“虚静”做一番分析，或可以更加具体、

细致地了解中西方美学思想的差异。

一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颇看重迷狂。柏拉图

对艺术抱有矛盾态度：一方面，他将艺术视为对现实

的模仿，艺术只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和真实体隔着三

层，是等而下之的，并且它常常模仿人性中无理性的部

分，编造虚假的、不正义、不道德的故事，以情感来迷

惑读者和观众，造成坏的影响，因此应该将它驱逐出理

想国；另一方面，他又很推重由迷狂获得灵感的作品，

并认为这是诗人借助于迷狂而代神说话，把握了理念

和真正的美。在《伊安篇》中，柏拉图借用苏格拉底

的话说：“高明的诗人都不是凭技艺完成优美的诗歌，

而是因为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感受到酒神的狂

欢。”“神对于诗人们像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

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做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

道，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

贵的词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这类优美

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

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2) 这

就是说，柏拉图所看重的诗歌并非诗人对现实的模仿，

而是能够代神说话的诗歌，实质上就是神在说话。诗

人的迷狂状态就是神凭附于诗人，此际，诗人也即神，

神人合二而一了。唯有在这种迷狂状态，诗人与神相

合一，才能回忆起灵魂随神周游，回忆起天外境界的真

实体和真正的美，诗歌才能言说真理。

《斐德若篇》以斯忒西斯的名义讲述了四种迷狂：

预言术、医术、诗神凭附和爱情，并特地用故事来解释

爱情的迷狂。斯忒西斯把灵魂划分为三部分，两匹马

和一个驭车人，他以驯良的马譬喻理性，以顽劣的马来

譬喻非理性，在两匹马的相互拉扯和驭车人的协调下，

最终将灵魂带入爱情的迷狂。诗人的迷狂也正如爱情，

同样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拉扯及相互协调之下。

柏拉图关于迷狂这一观点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

影响。关于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和温克尔曼的艺术是

创造高于现实的、理想的自然，是表达精神的概念这两

种观点，谢林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艺术与一切生物一

样，从最初的本原出发，为了获得生气勃勃的活力，必

须一再返回最初的本原。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不仅关

涉意识，同时必定有一种无意识的力量参与，是两者的

完美统一和相互渗透，酿成了情感的激荡和幻想的飞

翔。“只有当情感激荡时，只有当幻想在起死回生的、

支配一切的自然力的作用下展翅翻飞时，艺术才可能

得到那种遏制不住的力量，借助于这种力量，不管是早

期形成的呆板而深沉的肃穆，还是充溢着感性的娴雅

的作品，才真正忠实于真，并且从精神上产生出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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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即准于观瞻尘世者的现实。”(3) 在谢林看来，在艺

术中，最高的统一性和合规律性是从绝对自由出发来

设定自身的，因为艺术是更高的有机组织，是经纬万端

的生长物，是绝对的流溢。在艺术过程中，意识活动与

无意识活动交相作用所引发的激情，推动创作者返回

到本原状态，返回到人与自然的统一，由此获得活生生

的事物和无限广袤的自然的真谛。关于谢林的美学思

想，吉尔伯特和库恩做出了相当概括的阐述：“在谢林

理论体系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艺术与自然均处于非常

类似的地位。人体体现了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或

自由与必然）在其未被人的心灵分割开来之前的综合；

而艺术则于这两种活动在有意识生活范围内被分割开

来之后，又重新把它们统一起来。因此，再现自然的雕

刻家或画家，需要在自己的心灵中扫除人们有意识造

成的那种分离，应该回复到人与自然合一的一种下意

识境界。”(4)

在尼采笔下，迷狂这一观点得到了充分阐释。尼

采认为，艺术的发展是同日神与酒神的二元性密切相

关的，两者既矛盾对立又彼此共生并存，相互激发出强

劲、丰沛的创造力，艺术仅仅在表面上调和这种斗争。

日神是光明之神，也是造型和预言之神，支配着内心幻

想世界的美丽外观，就像人生的一个梦，它本身理应被

看作个体化原理的壮丽的神圣形象。与日神不同，酒

神则是个体化原理崩溃时从人最内在的天性中升起的

狂喜，它蓄意毁掉个人，用一种统一感解脱个人，犹如

醉所引起的激情，促成主观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这

是个体融入整体、人融入自然的过程。“在酒神的魔力

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

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

日……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狂、居高

临下地变幻，正如他梦见的众神的变幻一样。人不再

是艺术家，而成了艺术品，整个大自然的艺术能力，以

太一的极乐满足为鹄的，在这里透过醉的战栗显示出

来了。”(5) 一切艺术都是日神与酒神对立双方的交织、

冲突和调解。日神使我们迷恋个体，剥夺酒神的普遍

性，将人生形象一一展示给我们，以形象、概念、伦理教

训、同情心等巨大能量，把人从秘仪纵欲的自我毁灭中

提升出来，激励我们去领略蕴含其中的人生奥秘。酒

神则令我们透过个体、透过现象，在其背后去寻找永恒

乐趣，仿佛与原始的生存合为一体，并使我们在短暂的

瞬间似乎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沉醉于不可遏制的生存

欲望和生存快乐之中，领受形而上的慰藉。

“艺术本身就像一种自然的强力一样，借这两种状

态表现在人身上，支配着他，不管他是否愿意，或作为

驱向幻觉之迫力，或作为驱向放纵之迫力。”(6) 真正的

艺术总是通过日神的美的冲动，进入到酒神般醉的境

界，超越时空及各种现象，通向存在之母和万物核心，

将有限个体融入无限自然，体验着原始的冲突和痛苦，

体验着生命意志的强劲和永恒，逐渐过渡到奥林匹斯

诸神世界的快乐秩序，在直观自身中折射出奥林匹斯

众神。尼采把这种陶醉的快乐状态视为高度的权力感，

称它是肌肉中的统治感，是柔软性和对运动的欲望，是

舞蹈，是轻盈和迅疾，是勇敢行为，是冒险，是对生死的

无畏，是生命的所有高级因素在相互激励，是多种力的

嬉戏构成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内部动力。“无论日神艺

术还是酒神艺术，都在日神和酒神的兄弟联盟中达到

了自己最高目的……谁没有经历过同时既要观看又想

超越于观看之上这种情形，他就很难想象，在观赏悲剧

神话时，这两个过程如何确然分明地同时并存，且同时

被感觉到。……悲剧神话具有日神艺术领域那种对于

外观和静观的充分快感，同时它又否定这种快感，而从

可见的外观世界的毁灭中获得更高的满足。”(7)

二

与西方强调“迷狂”相反，古代中国则钟情于“虚

静”。

《老子》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又说：“夫物

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

曰明。”(8) 在老子看来“虚静”是道的本根，万物由此而

作，因此，只有复归为本根，复归为婴儿，离形去知，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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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虚空，忘怀应物，才能观妙观徼，知天物之常，洞明自

然之道，顺应自然之道。牟宗三对此做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道家是通过无来了解道，规定道，所以无是关

键。无所显示的境界，用道家的话来讲就是“虚”，也就

是荀子说的“虚一而静”，“就是使我们的心灵不黏着固

定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方向上……虚则灵。心思黏着在

一特定的方向上，则心境生命即为此一方向所塞蔽、所

占有，就不虚了，不虚则不灵。”因此，虚静就是“有无

限妙用的心境”。(9)

庄子也直接将虚静无为视为万物之本，他说：“夫

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并在《天道》中

做了发挥：“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

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

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

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

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

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10) 在老

子庄子的思想中，虚、无、自然、道都密切相关，甚至是

一而二、二而一的。所谓“自然”即自己如此，无须施

之任何力量便如此，也即无为、虚静。天道无为而万

物自化。因此，唯有排除人的意识意志，放弃欲望执

念，空乏其身，保持虚无心境，知雄守雌，不毁万物，顺

应自然，任随自然，以使形物自著，才能得道体道。外

物外生，无视无听，万物不足以扰乱心志，回归虚静，

回归生命的本然状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

于万物”，(11) 这才是融入自然，同于大通，实现天人合

一境界的先决条件。无为才能无所不为，无用乃成无

限之大用。《庄子·达生》所讲述的“梓庆削木为鐻”

就是以具体事例说明，唯有通过“心斋”，进入无为、虚

静之心境，才能以天合天，制作出惊犹鬼神、巧夺天工

的木鐻。

与虚静之心境相应，庄子十分看重“游”，也即“游

心于淡”。就如冯友兰所说：“庄子则于言之外，又言

‘无言’；于知之外，又言不知；由所谓‘心斋’‘坐忘’，

以实际达到忘人我，齐死生，万物一体，绝对逍遥之境

界。”(12)“游”是一种相对于“有待”的“无待”之自由

状态。唯有虚静其心，才能让人与世界处在无所待之

关系，才能与物俱化，自由自在地作“逍遥游”。“夫列

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

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

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

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3) 无己、无功、无

名，也就无所待。无欲无求、无知无识、无好无常、无碍

无蔽、无物无我、无所依凭和肉身羁绊，以此虚静无为

状态遨游于天地之间，恣肆不羁，万化无极，就势必能

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与道相遇合，忻合无间，因为

道已然无形无迹地蕴含其中了。这才是道家的最高境

界。逍遥游既是将入于天人合一浑融境界的途径，又

是天人合一的自由状态本身。“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一，

而游乎天地之一气。”(14) 与造物者为一，也就别无自我，

别无他者，一即是一切，即是圆满具足，是无挂碍的自

由而臻于天和。

如果说，在庄子笔下，“虚静”较多联系于身心涵

养、感知心态、应物方式和治世之道，最终不免或直接

或间接地关联着目的性，趋向于避害全身或内圣外王

的宗旨；而当他将“虚静”与“逍遥游”相联系，又几乎

悬置了目的性，专注于过程本身，偏向于一种自由自在

的生存态度，以及对这种状态的体验，因此成为文学艺

术和审美活动的必要前提。“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者，谓

之至人。”(15) 所以，徐复观说：“老子乃至庄子，在他们

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没有艺术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种

具体艺术作为他们追求的对象……他们只是扫荡现实

人生，以求达到理想人生的状态……当庄子从观念上

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

时，这道便是思辨地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

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

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并且对

中国艺术的发展，于不识不知之中，曾经发生了某种程

度的影响。”(16)

在刘勰《文心雕龙》中，虚静已经主要被用来说明

文学创作及其审美心态。《文心雕龙·神思》说：“文之

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

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

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

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

并驱矣。”(17) 刘勰将“疏瀹五脏，澡雪精神”而臻于“虚

静”之境视为文学构思和艺术想象的关键。一旦排除

了种种杂念，心志纯一，平静如明镜，不仅可虚以待物，

澄怀味象，融入自然，而且能思绪飞扬，神与物游，忘情

于山海之间。

老庄以“损之又损”“涤除玄鉴”和“吾丧我”的

方式实现虚静无为，以此映照宇宙人生之道；刘勰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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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静作为文学创作、文思神远的起点。从某个角度看，

就如王元化所说：“刘勰的虚静说与老庄的虚静说恰恰

成了鲜明的对照。老庄把虚静视为返璞归真的最终归

宿，作为一个终点；而刘勰却把虚静视为唤起想象的事

前准备，作为一个起点。老庄提倡虚静的目的是为了

达到无知无欲，浑浑噩噩的虚无之境；而刘勰提倡虚

静的目的却是为了通过虚静达到与虚静相反的思想活

跃、感情焕发之境。一个消极，一个积极，两者的区别

是显而易见的。”(18) 其实，从“虚静”与“道”的关系来

看，刘勰与老庄的观点是一脉相通的，无所谓积极或消

极。老庄着眼于体道得道，只要虚静其心，随顺自然，

天人合一，道也就蕴含其中，了然于心；也正是进入这

种虚静境界，物我相融，物我两忘，双方不再有界限、有

隔阂，宇宙人生皆入我心，交相应和，所以，刘勰把它看

作文思神远的重要条件，这实际上是承接老庄的思路

继续说，着眼于文学创作这一特殊活动来说。

三

“诗人之所以是完整的人，就是因为他能发挥自

己的能力，把每个特别的可感形式、把语言中的每个字

词，都融进整体的气息。而且他具有这种能力，是因为

他借用了集体经验的潜在力量，是因为在他眼中，这片

新大陆的蛮荒自然和多种形式，还有各色人群在此探

索开拓的活动，这些都是神奇的意象。”(19) 在中西方美

学思想中，迷狂或虚静分别被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重

要条件，其共同作用就是实现个体与整体相协同、人与

自然相协同、有限与无限相协同。唯有进入这种状态，

才能臻于文学艺术的至高至美境界，充分体现心灵自

由。然而，中西方又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为通达这种合

一状态，双方似乎采取了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路径和

方式，并且出发点和终点也不相同。

文学艺术及审美活动既存在相互对立的二元性，

又存在相互融合的一元性，是“对象性关系”与“非对

象性关系”的交织，是感知、认识与直觉、体验的统一，

是意识与无意识经验的互补，总是处于张力关系和过

渡状态之中。对于西方人来说，由于个体性、主体性

得到充分发展，人与自然间相互对立的二元性压倒了

追求融合的一元性。要改变这种主体与客体、人与自

然间的分裂状态，势必存在激烈博弈，并且需要经过

迷狂的激情状态，以勃发的无意识和强力意志来扭转

这种关系，重新调和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对立，弥

合双方间的分裂。对于古代汉民族而言，家族而非个

人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个体性往往湮没于群体性之

中，并未得以充分发育，尚缺乏强势、明确的主体意

识。因此，并不需要借助于强力意志和激情来改变已

有状态，甚至要排除强力意志和激情，而是如老子所

言“损之又损之”，不断地淘洗胸襟，涤除玄鉴，向本源

回溯，直至抵达虚静无为，其间并不存在冲突，而是自

然而然地回归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纯然一体。在这种

天人合一的状态下，“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

天”。(20)

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曾对审美

直观做了阐述。他认为，只有把观审对象从现实关系

中“孤立”出来，做“宁静地观审”，令它摆脱根据律，忘

却所考察事物的“何处”“何时”“何以”“何用”诸问

题；同时，解除抽象思维和理性概念的纠缠，此际，人们

忘记了他的个体和他的意志而“自失于对象之中”。“他

也仅仅只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客体的镜子而存在；

好像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觉知这对象的人了，所以

人们也不能再把直观者（其人）和直观（本身）分开来

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这同时即是整个意识完全为

一个单位的直观景象所充满，所占据。”只有在主体与

客体不容区分，双方相互充满，相互渗透，这才真正构

成“作为表象的世界”。于是，“意志乃是理念的自在本

身，理念把意志客体化了，这种客体化是完美的”。(21)

表面上，叔本华所说的“直观”，主张通过“宁静

地观审”来实现主客体相互结合，颇近似于老庄的“虚

静”。然而，他所说的“纯粹的主体”却仍然是“意识主

体”，只要有“意识主体”就必定存在“意识对象”，即便

这个对象是心灵“表象”，也仍然无法彻底弥合二元关

系，因为这个主客合一的“表象”仍然是作为“意识对

象”而存在，它与身体相分裂。因此，“直观”同“虚静”

的“无我”状态，以及无意识经验的“非对象性”状态判

然有别。

除了上述路径和方式存在差异之外，两者的立足

点和回归程度也有所不同。柏拉图所说的“迷狂”是从

巫术仪式中得到启示的，巫术迷狂也往往成为后世许

多学者思考文学艺术活动的出发点，同时也以回归迷

狂状态为终点。从这一角度看，西方是以巫术仪式、以

人类活动作为立足点来思考迷狂的。老庄的虚静观却

远远超越了这一立足点，超越了人类活动，而是直溯自

然本源，直溯万物一体的混沌状态，直溯“无”之境域。

这也就是说，西方是通过强力意志排除意识“自我”而

退回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本我”；而汉民族则通过“忘

069

理论／ “迷狂”与“虚静”／



我”直接返回“无我”之境，这是一种既无阻力又更彻

底的回归，它不以人为限，不以生命为限，而是“与物俱

化”。在这种回归中，是更深层、更原初的无意识经验

在发挥作用。当然，在中华审美文化中，张旭的草书、

李白的诗歌和郭沫若的《女神》……也都带有某些迷

狂色彩，但是，它们并没有成为文学艺术及美学思想的

主流。这不仅受到特定文化心理的制约，“中和”“中庸”

思想也与这种态度相排斥。

如果说，语言、意识和理性 (22) 不仅分裂了人与自

然的一体关系，培植了人的主体性，造成主客体间的对

立，而且在语言运用过程中由于意义不断发生畸变，愈

益严重地扭曲了双方的本原关系，以致人不再生存于

海德格尔所说的“大地”上，不再与神相遭遇，不能不与

真理失之交臂；那么，迷狂和虚静则重新突出无意识经

验的重要性，以此弥合人与自然的分裂状态。与迷狂

相比较，虚静则又更加深入一层，它进而排除强力意志

和欲望本能，召唤最深层、最原初的自然关联，回复到

自然的本原状态，这种弥合才是最为彻底和完美的，才

能真正与道相遇合，才是大美大德之境。与虚静不同，

迷狂则立足于强力意志和无意识欲望，而意志和欲望

虽然追求物我合一，本身却总是指向对象，仍然残留着

分裂的痕迹，并难免遮蔽真理和道。

显然，迷狂与虚静在共同性中所存在的差异，就

表现出中西方审美活动及美学思想的细微差别，体现

着双方文化心理的差别。黑格尔认为，艺术的理想是

结合两种自由：其一是现代人凭借自身意志创造自己

世界的自由；其二是古代的神体现出的无欲无为的自

由。尽管艺术融合了这两种自由，但毕竟中西方存在

着差异性，各自有所偏重。这种差别还导致在中西方

美学思想中，西方更多注目于“崇高”，而汉民族则偏爱

“壮美”。

四

在朗吉弩斯、博克对崇高的客观特征做出阐述之

后，康德先后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和《判断力批判》

中，从主观方面做出更加深入的阐释。康德把绝对大

的东西称之为崇高，但他认为，对象之所以为崇高，并

不应该在自然客体中去寻找，却必须转向判断者内心：

这种无限的、绝对大的东西超越了一切感官的能力，甚

至超越了想象力。“崇高情感的质就是：它是有关审美

评判能力的对某个对象的不愉快的情感，这种不愉快

在其中却同时又被表象为合目的的；这种情况之所以

可能，是由于这种特有的无能揭示出同一个主体的某

种无限制能力的意识，而内心只有通过前者才能对后

者进行审美评判。”(23) 在康德眼中，美是在单纯的评判

中令人喜欢的东西，而崇高则同时包含着不愉快和愉

快，包含着对抗性因素，主体在自身中感觉到感性的障

碍，进而激发起克服这障碍的情感。

同样，桑塔耶纳也指出崇高中的对立因素：“以囊

括而取得的统一给予我们以美；以排斥、对抗、孤立而

取得的统一给予我们以崇高。两者都是快感。但美的

快感是热情的，被动的，遍布的，而崇高的快感则是冷

静的，专横的，尖锐的。美使我们与世界打成一片，崇

高则使我们凌驾于世界之上。”(24)

与崇高存在着主客体相分裂的对立因素不同，壮

美则没有相互对立的因素。在谈到尧时，孔子赞美道：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

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

文章。”(25) 巍巍乎天之大，有道存乎其间，尧顺应天

道以成就伟大功业。“巍巍”虽然也可以解释为崇高，

但是，却明显不同于西方美学范畴中的崇高，并不存

在对立性因素，而更接近于无对立的“伟大”“壮美”。

孟子则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

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26) 正因为以“充

实”和“大”为美，孟子也就极力推崇“浩然之气”，这

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才是最美

的品格。它感召人，让人神往，以至于投身其中，融化

其内。

以“大”为“美”似乎成为中国古代的共识。“夫天

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27)《庄

子·秋水》讲述了一则寓言：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径

流浩大，于是，河伯沾沾自喜，自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

己。而当它见到浩渺无涯的大海，才知道自己的丑陋。

《逍遥游》则是这样描述鲲鹏的：“穷发之北，有冥海者，

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

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

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

南冥也。”(28) 巨大无比的鲲鹏扶摇直上，冲绝云气，背

负青天，翱翔于广漠无际的天宇，这是一幅极其壮美的

画面。鲲鹏自由自在地“游”于天地宇宙之间，其中没

有任何隔阂和对立因素。对于进入这一境界的想象者，

也同样为这种景象所吸引、所陶醉，他追随鲲鹏融入壮

美的自然界，只有由衷的感叹和愉快，而没有任何排斥

感和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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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恢恢，岂不大哉！”(29) 对于古代汉民族而言，

文学艺术及审美活动是以体道得道为指归，天道运行

本身就是无形无限、壮阔无垠的，真正获得对道的悟解

别无他途，唯有“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

容私焉”。(30) 以虚静之心遨游于天地之间，与天地相合

一，在壮美的自然中体悟天地之道。

壮美、崇高都追求统一，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壮美

并不像崇高那样由对立而趋向统一。这并不是说西方

的美学范畴中没有壮美，汉民族没有崇高，而是指双方

对文学艺术及审美活动的典型形态有所偏好，分别以

崇高和壮美为其典型。以“中和”为美的中华民族更容

易偏爱壮美而非崇高。与此相应，汉民族的“悲剧”也

不同于西方式悲剧，常常以大团圆或天理昭彰作为结

局，以至于鲁迅将其贬斥为“蒙和骗”的文学。

中西方美学范畴中崇高与壮美的差异，与迷狂与

虚静的差异是相呼应的，实质上就是人与世界之总体

关系的差异：在人与世界既相对立又相融合的张力关

系中，中西方各自有着不同的倾向性。由此构成双方

不同的文化心理，并决定着审美偏好的民族特征，决定

着文学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的民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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